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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汉学史*

〔比利时〕巴得胜  撰　刘修远  译

摘　要：比利时汉学史以比利时历史上与中国相关的重要外交事

件和与中国语言文化相遇事件为主线展开，也与欧洲汉学史有历史性

的关联。在比利时汉学的发展过程中，金尼阁、南怀仁、柏应理和蒲

仙等先驱成就突出，都在中国历史文化和自然科学史上产生了不同程

度的影响。比利时汉学机构主要有：比利时高等汉学院、根特大学汉

学系、佛教研究中心与现代中国研究组、荷兰语天主教鲁汶大学汉学

系等。比利时汉学史的发展进程体现了接受者不同的期待视野，也反

映了宗教的、政治的、多语种地区的复杂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比利时汉学　中比外交史　多语种　社会历史诸因素

导　　语

比利时王国成立于 1830 年，要晚于欧洲汉学兴起的时间。当时

比利时还处于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统治下，不过比利时汉学的发展

也因此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即与本国政治的、宗教哲学的、经济的

和语言学的发展密切关联，并共同对国家的形成起到某种决定性的

作用。

当前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而汉学与相关中国研

*　本文原为作者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在法国阿尔多瓦孔子学院举办的“中国语言与‘文’国际研讨

会”上的讲稿，本次经作者同意后发表。（本次所译英文原文中有少量法语词汇，巴黎西岱大学

（Université Paris Cité）/ 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社会学博士研究生黄可曾协助翻译

法语和部分英文，特此致谢。—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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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多样性也客观存在，这就使对与中国有关的各种研究和课程教学

做全面的概括，几乎难以完成，故本文将对汉学“起源”一词做严格

的界定，并在此前提下，展开以下简要阐释。

汉学先驱

下面，将限定在“比利时”的范围内，简述汉学史。然而要对各

时期、各领域为中国知识交流做出贡献的先贤做全面统计，难免挂

一漏万，这里介绍几位重要的“汉学先驱”。第一位是鲁布鲁克的威

廉（Willem van Rubroeck，1210—1270）a，圣方济各会传教士。如其

姓氏所示，他出生于鲁布鲁克，现属于上法兰西大区，曾随同法国国

王路易九世参加十字军东征，后又接受路易王的派遣，于 1253 年踏

上传教之旅，向鞑靼人宣传基督教，并劝其皈依。路易王当时看到了

传教士寄回的报告，获知景教派基督徒将抵达蒙古统治者治下的元朝

（1279—1368），便突发奇想，也要派传教士前往。鲁布鲁克于 1254 年

到达蒙古首都哈剌和林（即哈拉和林） b。此行使他成为把中国知识带

a　将 Willem van Rubroeck 的中译名译为“鲁布鲁克的威廉”参考了耿昇等的译法，详见耿昇、何

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83 页。但此书

仅在第一次提到时用“鲁布鲁克的威廉”的译名，以后均简称“鲁布鲁克”，本译文以下也采用

这种方法。—译者注

b　可堪注意的是，鲁布鲁克的威廉生活的时代也是著名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的

时代，他以其 1298 年的精彩的《马可·波罗行纪》（Le Devisement du Monde）为人所知—该

书记录了据他所说在蒙古忽必烈汗（于1260—1294 在位）治下供职经历—以及他跟随其父亲

和叔父踏上这块从未来过的土地的冒险经历。也有人认为，《马可·波罗行纪》实际上是由比萨

的鲁思悌谦（Messer Rustichello）记录的对马可·波罗历险的描述，不过这种说法至今仍有争

议。还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去过中国，抑或是从其父亲和叔父口中或一些波斯资料

中得到了有关中国的信息，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定论。关于马可·波罗中国之行讨论的概

述，参见 B. Dessein, “The Silk Road: Image and Imagination”, Mededelingen der Zittingen / Bulletin 

des Séances. Koninklijke Academie voor Overzeese Wetenschappen /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60 (3-4), 2014, pp.387-389.（在本文中将 Messer Rustichello的译为“鲁思悌谦”的中

译名，参考了冯承钧的译法，详见〔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上

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第 1 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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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欧洲的第一人。

耶 稣 会 士 对 欧 洲 人 迷 恋 中 国 的 倾 向 起 了 很 大 作 用。 利 玛 窦

（Matteo Ricc，1552—1610）是耶稣会传教团的创建者，他认为中国人

是有潜质的传教对象，积极在中国开展传教工作。他在个人著作中对

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都加以正面描述，试图说服欧洲统治者对其传教

事业抱有信心。比利时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57—1628）也十分突出。他是弗兰德斯耶稣会士的会士，出生于杜

瓦（Dowaai，即今法国的上法兰西大区的杜埃 Douai）。1610 年，他

抵达澳门，开始了在明末中国的传教生涯，他撰写了很多书，为

当时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广泛使用。还有一位著名传教士叫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出生于皮特姆（Pittem，位于今

比利时的西弗兰德斯省），也是弗兰德斯耶稣会的会士。1657 年左右，

他被以传教士的身份派往中国清廷。他是一位天文学家，他为中国

留下了一份科学遗产，即北京长安街东部的古观象台，现在仍矗立

在北京建国门外。

还有一位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出生于梅赫伦

（Mechelen，位于今比利时安特卫普省），17 世纪的耶稣会士。他曾参

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的编写，将

儒学“四书”中的三部做了翻译。这套书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a，为欧

洲提供了第一部儒家文献，激发了一批西方启蒙哲学家对中国文化的

想象。此书的影响持续到后来的几个世纪。

现在我们的视野也许应该超越比利时，关注法国伟大的启蒙运动

哲学家弗朗索瓦 - 马利·阿鲁埃（François Marie Arouet），即伏尔泰

a　有三种近作解释了《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对早期现代东方主义的重要性，见N. Dew, Orientalism 

in Louis XIV’s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05-232; U. App, The Birth of 

Oriental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pp.146-159; T.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Roma: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Iesu, Series Nova, 6, 2011), p.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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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taire，1694—1778）a。伏尔泰非常迷恋中国文化，但他的看法与天

主教传教士相反。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是完美无瑕的，这要归

功于伦理道德思想的支配性。从中国的社会文化看，要把注意力放在

现实社会的领导力与管理上，而不是一味地祈祷上苍b。以后荷兰联合

王国（大致包括现在的荷兰王国和比利时王国）的国王威廉一世确立

教育政策，就受到伏尔泰学说的影响。威廉一世还于 1817 年颁令建立

根特大学和列日大学，此举意在对抗当时在比利时占主导地位的基督

教高等教育c，也具有革命的性质。正是根特大学，成为比利时首个拥

有汉学研究学科的高等院校。

比利时高等汉学院

1929 年， 比 利 时 高 等 汉 学 院（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 Belgisch instituut voor hogere Chinese studiën, IBHEC / 

BIHCS）成立。该院建立的历史与比利时当时的经济、政治、宗教、

哲学和语言学的发展相关。这段历史开始于 1830 年，荷兰联合王国分

化为荷兰王国和比利时王国。比利时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事实上，

早在 1715 年，比利时商人就怀揣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梦想踏上了东方之

旅，却发现无法进入荷兰独占的殖民领地，当时英国哲学家和社会改

革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就向国王利奥波

德一世（King Leopold Ⅰ，1831—1865 在位）提议，在中国建立一个属

于比利时自己的贸易机构，以免比利时遭受损失。英国在第一次鸦片

战争（1839—1842）中争胜获利，也刺激比利时外交部下定决心，向

中国派遣商业和外交代表团。1845 年 7 月 25 日，比利时驻马尼拉领事

a　国内有的学者将François Marie Arouet 译为“弗朗索瓦 - 马利·阿鲁埃”，参见〔法〕伏尔泰：

《风俗论》，王燕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年，《译者前言》第 1 页。—译者注

b　See J.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90] 1999), pp.133-134.

c　注意，在荷兰统治之下同样被建立的还有国立鲁汶大学，该校曾停办，直到 18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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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约瑟夫·拉诺伊（Pierre Joseph Lannoy）授命兼领中国事务

管辖权a。他与中国的道光皇帝达成协议，准许比利时拥有与在华其他

欧洲国家同等的优惠待遇，可以从事商贸活动b。

比利时国 王 利 奥 波 德 二 世（King Leopold Ⅱ，1865—1909 年 在

位）登基前，就表达了比利时在中国享有特惠权的愿望。1865 年，

他访问亚洲，顺路到达中国的广州和香港。返回后即着手与中国建

交。中比成为邦交国后，比利时外交大臣弗朗索瓦·奥古斯特·兰伯

蒙（François Auguste Lambermont，1819—1905） 派 外 交 官 金 德 俄 固

斯德（Auguste Pierre Joseph’t Kint de Roodenbeke，1816—1878）前往

中国c。1865 年 11 月 2 日，两国签订了商业与航海条约，比利时得到最

惠国条件d，利奥波德二世进一步在北京设立比利时公使馆，由金德俄

固斯德于 1868 年出任公使。1884 年，年轻的汉学家兼外交官米师丽

（Charles Pierre Michel，1853—1920）担任比利时驻华公使署理e，直到

1896 年f。

a 　See J. Willequet, “La politique des consulats sous Léopold Ier”, in L’expansion belge sous Léopold 1er 

(1831-1865), Recueil d’études (Bruxelles: Académi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1965), pp.45-48.

b　然而，这一协议并未在比利时公民和商业圈内获得热烈反响。关于皮埃尔·约瑟夫·拉诺伊在

建立中比关系中的角色，见L. Wei, “L’origine des rapports entre la Belgique et la Chine 1842-1845”,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37/2, 1959, pp.398-399; and W. Vande Walle, “Belgian Treaties 

with China and Japan under King Leopold I”, in W. Vande Walle and N. Golver (eds.),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ow Countries and China in the Qing Era (1644–1911), Leuven Chinese Studies 

ⅪⅤ (Leuven: Leuven F. Verbiest Foundation, 2003), pp.420-421。关于中比协约的研究，见 Documents 

parlementaires de Belgique, Session législative de 1865-1866, Chambre des représentants, pp.220-

231; Moniteur Belge, 5 January 1867, pp.98-108. 还可见C. Dujardin, Missionering en moderniteit: De 

Belgische minderbroeders in China 1872-1940, Kadoc-Studies 19 (Leuven: Universitaire pers Leuven, 

1996), p.62。

c　Auguste Pierre Joseph’t Kint de Roodenbeke，中译名译为“金德俄固斯德”，参考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福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47 页。

—译者注

d　See L. Wei, “L’origine des rapports entre la Belgique et la Chine 1842-1845”, p.406。

e　将 Charles Pierre Michel 译为“米师丽”，参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

《清季中外使领年表》，第 47 页。—译者注

f　R. Delcorde, Belgian Diplomats (Wavre: Wavre Mardaga, 2010), pp.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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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比利时工业界开始尝试进入中国。1883 年，威尔霍

斯拉腾（R. Verhoustraeten）前往中国，他曾在 1865 年至 1886 年间担

任约翰考克赫尔股份有限公司（Société Anonyme John Cockerill）的

总干事a，此行的目的，是“从冶金学的角度研究中国资源”b。据署理

中国公使馆的谢武伯（Hubert Serruys）的看法c，威尔霍斯拉腾的此

次出访并未马上收效，但正是他的考察经历让考克赫尔有限公司后

来获得可观的利润d。同样在 1883 年，中国实业家、轮船招商局总办

唐景星e重返瑟兰（Seraing）。他惊讶地看到，那里的工厂已在 1850

年发展到当时世界的最大规模。唐景星回国后，50 个中国工人被

派往考克赫尔公司实习。中比之间早期的工业接触和合作，最终促

成了考克赫尔公司参与中国汉阳市（今属湖北省武汉市）钢铁业的

开发f。

1870 年，李鸿章（1823—1901）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

臣。1870 年出现“天津教案”，法国天主教神父、修女与法国外交官

遭到袭击，李鸿章斡旋于中法之间，在外交上做了妥善解决g。1896

年 7 月 8 日，李鸿章应邀访问布鲁塞尔，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随后，

原在加丹加工作的法兰吉（Émile Francqui，1863—1935）被任命为

a　Album commémoratif édité pour le 110e anniversaire de la fondation des usines Cockerill, 1817-1927 

(Bruxelles, IBHEC, 1928), pp.68-71.

b　引述自 J. S. J. Frochesse, “La Belgique et la Chine”, La Revue Catholique des Idées et des Faits ⅩⅦ/6, 

1937, p.22.（ 引 文 原 文 为 法 语， 原 文 为“d’étudier les resources de la Chine 〔...〕 au point de vue 

métallurgique”。—译者注）

c　将 Hubert Serruys 译为“谢武伯”，参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

中外使领年表》，第 47 页。—译者注

d　See Letter from Hubert Serruys to the Minister of 5 May 1893, Quoted through J. Frochesse, “La Belgique et 

la Chine”, p.22.

e　唐景星即唐廷枢，唐景星曾任轮船招商局总办，见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

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515—585 页。作者原文引自Missionering en moderniteit

一书，查该书中为 Tong King-sing，即唐景星。—译者注

f　See C. Dujardin, Missionering en moderniteit, p.63.

g　See B. J. ter Haar, Het Hemels Mandaat. De geschiedenis van het Chinese Keizerrijk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p.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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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领事a，一直在中国住到 1902 年。

法兰吉的业绩是于1898 年 8 月 11 日与中国政府签署了大型铁路建

设合同b。该合同涉及北京至汉口之间全长 1214 公里铁路的营建与开

发。该工程的第一段总长 184 公里，于 1899 年动工。中途因 1900 年的

“义和团运动”暂停，延迟至 1905 年 11 月 12 日竣工。1903 年 11 月 12

日，比利时与中国铁路总公司（Compagnie Générale de Chemins de Fer 

et de Tramways en Chine）再度签约，建造河南开封与京汉线的区间铁

路，该工程于 1905 年至 1908 年修建c。

建立比利时高等汉学院和开展相关教育和科学的活动经费来源，

是使用 1901 年 9 月 7 日所签定《辛丑条约》给比利时的赔款。

1911 年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中国进入民国时期。一战后

期，超过 10 万名以山东籍为主的华工被派往欧洲，包括法国、英国和

比利时。这段历史并未被充分研究。2019 年，根特大学与上海大学签

订共建“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联合实验室”的合作项目，同时也与

世界著名的一战历史博物馆—伊普尔的弗兰德斯战场博物馆合作，

研究比中关系史。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巨大影响，有助于解释民国时期中国政治家

和知识分子前往欧洲建立联系的动机与抱负。1912 年，国民政府议

员韩汝甲访欧，会见了让·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1914）和埃

米尔·纪尧姆·王德威尔德（Emile Gauillaume Vandervelde，1866—

1938）d，后者是比利时工党的领导人之一，1933 年成为该党领袖。

1920 年，韩汝甲在法国巴黎帮助索邦大学创办了“中国高等研究院”

a　将 Émile Francqui 译为“法兰吉”，参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

中外使领年表》，第 152 页。—译者注

b　1887 年，新成立的“中国铁路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de Chemins de Fer en Chine）已经签署了

初步合同。前面提到的外交官米师丽（Charles Pierre Michel）在这里非常重要。参见 C. Dujardin, 

Missionering en moderniteit, p.63。

c　See C. Dujardin, Missionering en moderniteit, p.66.

d　1930 年，埃米尔·王德威尔德受邀访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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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a。另一位关键人物是班乐卫（Paul 

Painlevé，1863—1933），在索邦大学任教，于 1906 年当选巴黎第五区

“独立社会主义者”小组的众议院代表b，也是建设中国高等研究院的有

功之臣。韩汝甲也计划在比利时创办类似的机构，但未能办成，按学

院主任史蒙年（Jean-Marie Simonet）的说法，此事归咎于接待韩汝甲

的拉乌尔·邦图将军（Raoul Pontus，1868—1947）。

（他是）守旧的人，一心留恋中华帝国。1906年和1910年，

他两次会见孙中山，态度都很冷淡。这位炮兵将领也没有在比利

时学界获得足够的支持，故未能推进此事c。

前面提到，比利时政府将《辛丑条约》赔款的一小部分（不到 

1%）用于资助教育和科学活动，后来在埃米尔·王德威尔德的支持

下，1927 年，此笔经费被用于建立“中比高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根特大学、列日大学和天主教鲁汶大学的校长组

成d，资助中国学生赴比利时留学。后来成为新中国高级将领的聂荣臻

（1899—1992）曾获此资助，于 1922 年至 1923 年赴沙勒罗瓦的保罗帕

斯图尔劳动大学学习化学工程。

回头说韩汝甲，虽未办成与法国索邦一样的比利时高等汉学

院，但他后来从另一个渠道获得了成功。他联系了汉学家、耶稣会

士赫师慎（R. P. Louis Van Hee），后者是根特大学中国考古学和艺术

a　一个类似的机构也附属于荷兰莱顿大学。见 H. Durt, “Les soixante-quinze ans de l’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In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Belgisch instituut voor hogere 

Chinese studiën 1929-2004 (Bruxelles, IBHEC, 2004), p.12.［这所法国“中国学院”（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现已并入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汉学研究所。—译者注］

b　See J. Simonet, “L’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ses origines et son histoire”, In Liber 

Memorialis 1835-1985, Musées royaux d’Art et d’Histoire (Bruxelles: Brussel Koninklijke musea voor 

kunst en geschiedenis, 1985), p.212.

c　See J. Simonet, “L’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ses origines et son histoire”, p.212. 

d　未注明日期信件，比利时高等汉学院（IBHEC）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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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卡尔·亨茨（Carl Hentze，1883—1975）的老师，赫师慎也是另

一名比利时汉学家夏尔·德·凯泽（Charles De Keyser）的老师，夏

尔·德·凯泽曾于1920 年至 1923 年担任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校长。经

韩汝甲与赫师慎的联袂努力，终于促成比利时高等汉学院（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的建立。但由于当时比利时的意

识形态原因和语言分布状况，该学院未能落脚到根特大学或布鲁塞尔

自由大学，而是放在了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和历史博物馆a。这还是埃米

尔·王德威尔德和让·弗朗索瓦·迪兹赫·卡帕（Jean François Désiré 

Capart，1877—1947）斡旋的结果。卡帕是比利时的埃及学学者，也

是“伊丽莎白女王埃及学基金会”的创始人，该协会也隶属于布鲁塞

尔皇家艺术和历史博物馆。1929 年 10 月 5 日，比利时高等汉学院落成。

早些时候，《比利时公报》（Moniteur Belge）于 1929 年 8 月 23 日发布了

消息。

时任科学与文化部长对比利时高等汉学院十分关照，但他要求不

能动用国家财政拨款资助学院经费，于是，由中比高校委员会的校长

联名提议，使用一部分《辛丑条约》赔款的余额予以资助，由外交部

长拨给高等汉学院。该款经中比庚款委员会（Sino-Belgian Commission 

for Instruction and Philanthropy）拨付，共四万美元。这个委员会于

1925 年在上海成立，专门负责《辛丑条约》的赔款处理事务。中比庚

款委员会的经费（总计125 万美元），还有一部分用于资助青年华人

在比利时的学习，以及1931 年在上海建立中比镭锭治疗院（Belgian 

Institute for Radium）和成立其他在华医疗与社会组织b。

比利时高等汉学院与比利时的政治经济生活有诸多历史联系，这

体现在创建人的名单上，我们从中能看到以下姓名：拉乌尔·邦图

（Raoul Pontus）、乔治·多尼（Georges Theunis）、巴隆·昂立·兰伯

（Baron Henri Lambert）、阿道夫·斯普瑞（Adolphe Spruyt）、让·雅

a　See J. Simonet, “L’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ses origines et son histoire”, p.212.

b　Ibid., 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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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Jean Jadot），上文提到的卡尔·亨茨、法兰吉（Émile Francqui）、

赫师慎（R. P. Louis Van Hée）。此外，还有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校长、

根特大学校长、列日大学校长和天主教鲁汶大学校长a。拉乌尔·邦

图（Raoul Pontu）于 1929 年成为高等汉学院的首任院长。乔治·多尼

（Georges Theunis, 1873—1966）于 1947 年继任拉乌尔·邦图成为该院

的负责人，他还曾于1921 年 12 月 16 日至 1925 年 5 月 13 日和 1934 年 11

月 20 日至 1935 年 3 月 25 日两次出任比利时首相，并曾担任国务大臣

和中国铁路总公司董事长。巴隆·昂立·兰伯是前天津比利时租界的

行政官员。阿道夫·斯普瑞（1871—1956）在 1905 年至 1909 年担任

开封与京汉铁路连接段建设专员。法兰吉当时还担任比利时兴业公司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Belgique）副总监，让·雅多则是比利时兴业公司

的总监。

比利时高等汉学院图书馆落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获得时任中华

民国外交部长陆征祥（1870—1949）捐赠的一套《古今图书集成》。这

是一套18世纪的巨著多达万卷，超过一亿字b。不幸的是，这套书的一

部分在 1946 年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和历史博物馆的火灾中遗失c。

比利时高等汉学院在最初成立的十年非常活跃，发展迅速，其中最

重要的人物之一当属蒲仙（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1869—1938），他

是世界著名佛学家之一，1929年因反对将荷兰语引入为学术语言而从

根特大学辞职。蒲仙于1930 年开始在比利时高等汉学院任教。1931年，

他创办了《汉学与佛学研究集刊》（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d，

a　未注明日期信件，比利时高等汉学院（IBHEC）档案。见 H. Durt, “Les soixante-quinze ans de 

l’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p.12。

b　See E. Wilkinson, Chinese History, A Manual, Revised an Enlarged, Harvard-Ya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52 (Cambridge MA: Harvard-Ya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52, 2000), p.605.

c　See http://www.kmkg-mrah.be/nl/historiek-van-het-museum [2022-07-08].

d　《汉学与佛学研究集刊》（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参考了荣新江的译法，详见荣新江：

《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78 页。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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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著名的佛教学家都曾在该杂志上发表过文章a。该杂志共出版了

21卷，此后《汉学与佛教研究集刊》成为佛教和中国典籍研究的专著系

列，由鲁汶的彼得斯出版社（Peeters Publishers）出版。该系列迄至2021

年已出版了34卷。

比利时高等汉学院将其活动定义为“促进对中国文化最多样化的

表现和最广泛的研究：历史、地理、语言和文学、宗教、艺术和考古

学、民族志、民俗学等”，但该院实际上间接地受到新中国的外交承认

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影响。正如比利时高等汉学院前董事会成

员兼《汉学与佛学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前任委员的戴路德（Hubert 

Durt）所说b：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汉学研究的版图令人难以置信地

扩大了。中国研究不再是一种奢侈或隐秘而孤立的专业。主流教

育机构都认为应该提供中文课程。c

在比利时高校开始建立和发展汉学研究的同时，比利时高等汉学

院涉足于中国艺术研究领域，并与其所驻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和历史博

物馆合作发展专业研究。该院的图书馆成为中国艺术和考古领域的主

要图书馆之一，还以中国绘画和书法课程作为汉语课程的补充。

比利时汉学的学术发端

如前所述，卡尔·亨茨和蒲仙都曾供职于比利时高等汉学院，并

且都是荷兰威廉一世于 1817 年创立的根特大学的教授。但事实上，在

a　See B. Dessein, “La Vallée Poussin, Louis de (1869-1938)” in UGentMemorie: http://www.ugentmemorie.

be/personen/la-vallee-poussin-louis-de-1869-1938, 2013, [2022-07-08].

b　将 Hubert Durt 译为“戴路德”，参考敦煌学会编印：《敦煌学》第五辑（戴密微先生逝世三周年

纪念专号），台北，1981 年，第 19 页。—译者注

c　见 H. Durt, “Les soixante-quinze ans de l’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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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汉学史上，高等汉学院并非独树一帜。早在 19 世纪末，比利时

议会议员查尔斯·沃斯特（Charles Woeste）就受到《1890—1891 年

高等教育法》的启发，呼吁在比利时高校开设东方语言课程a。于是，

1900 年，蒲仙受命在根特大学开设梵文选修课。除了梵文，蒲仙还

精通中文、日文和藏文，根特大学能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佛教研究中

心，也得益于他所起的关键作用。1926 年，卡尔·亨茨被任命为“中

国考古与艺术”选修课的讲席教授。1937 年，他被任命为“南亚和东

亚艺术及周边地区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的讲席教授。1943 年，

卡尔·亨茨被任命为德国法兰克福高等教育学院（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的汉学教授和同城的中国学院（China Institut）的院长，

1945 年，他从根特大学荣休b。同样在天主教鲁汶大学，1932 年被任命

为该大学教授的埃蒂安·拉摩特（Étienne Lamotte，1903—1983）将汉

语知识与佛教研究相结合c。1966 年至 1967 年，天主教鲁汶大学一分为

二，成为一所法语大学和一所荷兰语大学，佛教研究随后转移到位于

新鲁汶的法语鲁汶大学d。

1958 年，根特大学成立 “东方、东欧和非洲语言学及历史学高

等 研 究 所 ”（Hoger Instituut voor Oosterse, Oosteuropese en Afrikaanse 

Taalkunde en Geschiedenis），中国研究在这所大学重振雄风e。后“东

方、东欧和非洲语言学和历史高等研究所”并入文学院，于 1970 年

代重组为东方研究系、东欧研究系和非洲研究系。佛教研究追随蒲仙

的脚步不断发展。在中国研究方面，中国现当代史、哲学和政治学

a　See “Plechtige Opening van het Hoger Instituut voor Oosterse, Oosteuropese en Afrikaanse Taalkunde 

en Geschiedenis op 30 mei 1958”, De Brug, July 1958 (Special Issue), p.5.

b　See De Brug, p.7.

c　将 Étienne Lamotte 译为“埃蒂安·拉摩特”，参考张西平主编：《西方汉学十六讲》，北京：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年，《人名译名对照表》。—译者注

d　See https://www.arts.kuleuven.be/chinese-studies/geschiedenis, [2022-07-08].

e　据 1957 年 12 月 12 日的皇家法令。1958 年 3 月 22 日，一项皇家法令任命了学院的第一位教授。关

于“东方、东欧和非洲语言学及历史学高等研究所”（Hoger Instituut voor Oosterse, Oosteuropese 

en Afrikaanse Taalkunde en Geschiedenis）的历史，见 De Brug,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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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该系 21 世纪初以来的新重点。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根特大学汉学

系内设立两个研究小组，即“根特佛教研究中心”（Ghent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和“透视东亚文化：身份、历史意识、现代性研究

组”（East Asian Culture in Perspective: Identity,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Modernity）。

此后，比利时其他各主要大学都开始发展汉学或开设有关中国的

课程。荷兰语天主教鲁汶大学于 1979 年成立了汉学系。该学院专注于

中国哲学、17 世纪以来中欧文化交流、现代中国和现代汉语的研究a。

同样在比利时其他主要大学（于 2016 年成立了东亚研究小组的法语布

鲁塞尔自由大学、荷兰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列日大学和蒙斯大学），

一并建立了汉语课程、翻译和口译课程与中国文化和历史课程，以及

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相关的中国课程。

结　　论

上述所列的成就证明了以下几点：在当今世界，欧洲与其他地

区面对着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没有中国，当代世界似乎很难想

象—因此，关于如何界定欧洲，不仅取决于欧洲本身，还取决于全

球性的力量和决定因素，欧洲面临着重新定义自身的需要。在评论这

种情况时，拉尔夫·韦伯（Ralph Weber）表示：

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在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的时代，欧

洲的他者（the Other of Europe）对于欧洲人和非欧洲人而言，一

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欧洲很少被塑造成他者本身，不仅是就

其自身而言，对于其他视野中的欧洲也同样如此，即在欧洲的他

a　See B. Vaerman, “Sinologie aan de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van Leuven: een overzicht van onderwijs en 

onderzoek”, In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Belgisch instituut voor hogere Chinese studiën 

1929-2004, pp.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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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眼中作为他者的欧洲a。

伊恩·曼纳斯（Ian Manners）的观点如下：

如果我们要分析欧洲社会、欧洲经济或欧洲政治，就必须在

了解其他社会科学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语境下进行b。

从这个角度来看，汉学和中国研究仍然有其特定的价值，并且能

够成为一种重要的助力，对欧洲获得一个符合当代世界秩序的新定义

做出重要贡献。要使之成为可能，就需要认真思考，“从辩证角度而

言，自身的传统并不是观察其他人的透镜，而是通过其他同行的视角

在特定时刻下提供的样本获得认识”c。

a　See R. Weber, All about Fiction: European Global Studies, Chinese Studies and Sinology, Basel Papers 

on Europe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Basel Institute for European Global Studies, No.111, 

2016, p.6.

b　See I. Manners, “Europaian Stud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11 (1), 2003, p.78.

c　See J. Garfield, Empty Words: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69.


